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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危机的嘉道年间学术变化
王 元琪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 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19世纪初期的清帝国面临人口激增 、政治腐败 、经济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危机 。在这样的社

会背景下 ,学术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正统汉学家开始反思汉学的流弊 、强调经世与义理的今

文经学的异军突起 、关注边疆危机的西北史地研究热的兴起以及宋学批评汉学割裂知识和道德联

系的学术理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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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learning from the crisis situation in

the period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WANG Yuan-qi
(Institute of Chine se Culture and Thought , Northwest Univ ersity , Xian 710069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The Qing Dynasty w as confronted w i th numerous dif ficult ies , such as increasing

population , degene rat ing polit ics and dete rio rating economy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o rresponding ly , clearer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academ ic circles.These changes indudes:

orthodox Han began to rethink the malpract ice , emphasizing reality and morality of Jin-wen

Confucianisms suddenly arising , pay ing at tention to the ho t study by histo ry and geog raphy in

no rthw est China , disputing be tw een Han Studie sand So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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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嘉道之际乃清代历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转折时

期 , “康乾盛世”早已是昨日黄花 ,社会政治 、经济等

各方面在呈现出明显衰败迹象的同时 ,学术界汉学

一枝独秀的局面也有所改观。正如有论者谓:“清治

至道光而极敝 ,清学至道光而始变 。于是承平之日

久 ,主溺晏安 ,大臣委蛇持禄 ,容说以为忠;士人汩没

科举 ,诗书以干泽 。即有魁异杰出之才 ,不安固陋 ,

而声气标榜 ,呼朋啸侣 ,桐城文章以学古 ,休宁名物

以张汉 ,文史雍容 ,姑以永日 ,而辅世长民 ,以为非

分。”
[ 1]
虽说学术的发展变迁有其内在理路的传承

性 ,但社会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本文考察这

一时期的社会状况 ,对于深入理解嘉道之际的学术

发展变化意义重大 。

1　嘉道年间社会危机的表现

18世纪的大清王朝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处于一

片繁荣的社会景象中。到了 19世纪初期 ,由于连年

不断的农民起义 、官僚体制的恶化以及走私海盗的

猖獗 ,曾经的“康乾盛世”华服尽褪 ,呈现出千疮百孔

的衰败景象 。这种衰败体现在以下方面。

1.1　人口激增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突发期 ,从康熙



初年至嘉道年间 ,人口增长一直保持强劲的上升势

头。据统计 ,在 1802年～ 1834年的 30 余年间中国

人口就增加了 1亿 ,达到 4亿多
[ 2]
。人口激增引发

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

首先 ,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导致了

粮食危机 。乾隆中后期 ,粮食短缺已经成为全国性

的问题 ,就连清帝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江苏 、安徽 、浙

江 、江西 、湖北 、湖南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粮食

不敷的现象。粮价上涨 、哄抢粮食在全国各地都有

不同程度的出现。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 ,清政

府一方面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 ,另一方面鼓励百姓

垦荒 。但是过度开垦使农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这

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天灾人祸的肆虐 ,引起了新

一轮的灾难。

其次 ,人口激增导致贫民 、移民 、游民大量涌现 ,

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 。有学者说:“自京师始 ,

概乎四方 ,大抵富户变贫户 ,贫户变饿者”
[ 3] 106

。在

以农为主的乡土中国 , “世代定居是常态 ,迁移是变

态” [ 4] 。移民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 ,可是迁居

地也不是什么皇道乐土 ,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于是 ,

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情形下 ,只有铤而走险 ,通过激烈

的行动来改善生存困境 。嘉庆初年 ,以川楚陕地区

的移民为主体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其中的最著者。持

续 9年的起义给清帝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与

此同时 ,游民问题也日益严重 。据记载 , “自乾隆末

年以来 ,官吏士民 ,狼艰狈獗 ,不士 、不农 、不工 、不商

之人 ,十将五六。”[ 3] 106游民居无定所 ,漂泊不定 ,往

往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 。虽然会党组织的骚

乱没有达到白莲教的暴动规模 , “但它们在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从未停止过。几乎所有的省份中都出现

了农民起义 ,甚至在中国南方的省份中也首次发生

了起义。”
[ 5] 444
这给清王朝带来巨大的威胁和灾难 。

1.2　以吏治腐败为特征的政治弊端日益严重

清朝吏治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和变相贿赂的

盛行 。古今中外都有贪污 ,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

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 。“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 ,言

涞水每年收牛羊税 ,计共六百两 ,报销仅十三两 ,而

藩司署费二十四两 ,道署二十两 ,州署十四两 ,余皆

官所自得 。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 ,其由县给发 ,不过

五十两 ,则每年获数千矣 。”[ 6] 此一个案极其平常 ,但

真实地披露了省 、道 、州 、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

例(所谓“费”均归私囊)。

另外 ,从乾隆中后期开始 ,变相贿赂成为官场司

空见惯的行为 ,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 、送礼 、看

戏 ,这些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 , 1842

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

乡 。“随帅兵役 、抬夫 、家属 、舆马仆从几三千名……

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 。”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

十多天“扛夫过境 ,每日总在六七百名” 。招待费用

全由当地官府负担 , “实用去一万余金” ,当地财政困

难 ,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
[ 7]
。已

革职官员过境尚且如此 ,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 。

嘉道时期吏治败坏还表现在纳捐买官的盛行以

及朝廷上下文恬武嬉 、徇情枉法 、避祸趋利等方面。

日益严重的政治弊端进一步加剧了乾隆末年以来的

社会危机。

1.3　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

乾隆后期以来 ,随着官员贪污的普遍盛行 ,奢侈

浪费等行为的不断升级 ,再加上临时性支出(如应付

战争 、平乱 、灾荒 、治河等突发或偶发事件)的不断增

多 ,政府的库存银两越来越少。到嘉庆后期 ,政府的

库存银两从乾隆中期的 8 000多万两下降到 1 200多

万两。另外 ,嘉道年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引起了中国

外贸差额的突然不平衡。有学者统计 ,从 1800年～

1820年的 20年间 ,共有1 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 ,而

在 1831年 ～ 1833年短暂的两三年里 ,则有 1 000万

两白银流出了中国[ 5] 446 。这种外贸差额上的突然不

平衡加剧了日渐衰落的清帝国政府的财政危机。

2　嘉道年间的学术变化

嘉道年间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 ,刺激了传统中

国知识分子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精神 ,改变了

乾嘉以来汉学一枝独秀的学术局面。

2.1　正统汉学的自我反思

由惠栋开派 ,戴震等人光大的乾嘉汉学虽然全

面地清理了传统的学说 ,尤其是传世的旧籍 ,使后辈

学子研读古书时省却了一些精力 ,但这种治学理路

不可避免地将乾嘉汉学引向狭窄的方向:流于纤巧

与琐碎 、舍本而逐末 ,使学术成为逃避现实的掩护

所 。这种弊端到了嘉庆中期以后已引起了汉学内部

人士的不满 。如段玉裁在《朱子小学跋》中检讨道:

“喜言训诂考核 ,寻其枝叶 ,略其根本 ,老大无成 ,追

悔已晚” 。对于乾隆后期开始的官员贪污腐化的盛

行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 ,段玉裁认为此与汉学

者将知识和道德割裂不无干系 。他说:“今日大病 ,

在弃洛 、闽 、关中之学不讲 ,谓之庸腐 ,而立身苟简 ,

气节坏 ,政事腐 ,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 ,未必非表

率之故也。故专言汉学 ,不讲宋学 ,乃真人心世道之

74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



忧 ,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 8] 404

另一位汉学大师凌廷堪也对汉学的流弊有清醒

的认识。在他看来 ,汉学的流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是“目前侈谈康成 、高言叔重者 ,皆风气使

然 ,容有缘之以饰陋 ,借之以窃名” [ 9] 203—204 ;其二是

为学不通世务 , “搜断碑半通 ,刺佚书数简 ,为之考同

异 ,校偏旁”
[ 9] 200

,不切时用。在凌廷堪看来 ,学者为

学 ,当以通经致用为第一要务 。若仅仅沉迷于残碑

断简 ,考证其字形 ,而无关切民生大计及社会兴衰 、

成败得失 ,则大无益于学问。此外 ,新一代汉学家如

焦循 、阮元 、王引之等人也对汉学积弊有所反思。

2.2　今文经学的兴起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

酿过程。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的出现基本上

可以确定为今文经学复兴的标志。

乾隆晚年 ,专任和珅 ,大权旁落 ,与其一直大力

提倡的“大一统”格格不入。庄存与“自顾以儒臣遭

世极盛 ,文名满天下 ,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 ,以负庥

隆之期。自语曰 :̀辨古籍真伪 ,为术浅且近者也 ,且

天下学童尽明之矣 ,魁硕当弗复言' ” 。[ 3] 141在这样的

学术背景和政治环境下 ,庄存与竖起了今文经学的

旗帜 ,开始了转变学风的研究 。

庄存与之后 ,旗帜鲜明地提倡今文经学的当属

刘逢禄和宋翔凤。刘逢禄幼承庄氏治学之法 ,专主

今文经学 ,曾先后著《左氏春秋考证》 、《春秋公羊何

氏释例》 、《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等 ,明确否定当时

甚为流行的古文家观点 ,发展了庄存与的今文学 ,对

公羊家的“三统” 、“三世”说进行了更充分 、详细的论

述。特别是他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 ,采用汉学家

治学的方法 ,对《公羊春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学

界引起较大反响 。

宋翔凤和刘逢禄的治学比较类似 ,早年即传承

庄存与学术 ,中年以后又向著名的考据学名家段玉

裁问学 ,兼通训诂考证之学 。正是由于这样的学术

背景 ,宋存与治经并不完全排斥古文 ,但重视阐发经

说的“微言大义” 。此外 ,他还推崇理学 ,把程 、朱与

董仲舒并尊 。宋翔凤虽主治《公羊传》 ,但对于“四

书”同样很看重 ,他曾撰《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

等书 ,认为《论语》即是今文学 ,传达的是孔子的微言

大义 ,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 。

常州学派注重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适

应了嘉道年间的学术潮流和社会需要 ,并通过家族

的一脉相传 ,发展壮大 ,从而为今文经学的兴盛奠定

了基础。其后 ,龚自珍 、魏源等人汲取常州学派寻求

义理的汉学思想 ,发展了这一学术路向 ,使得常州学

派得以更加彰显。

龚自珍治学范围极为广泛 ,经 、史 、诸子 、舆地等

方面均有涉猎。龚自珍早年随其外祖父段玉裁 、父

亲龚丽正治汉学 ,但却没有拘守文字训诂 ,其治经主

张通经致用 。早在江藩以训诂和性理分别汉 、宋写

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录》时 ,他就

提出了批评[ 3] 347 。1819年 ,龚自珍北上参加会试时

遇见了刘逢禄 ,乃从其治公羊学 ,从而迎来了学术上

的重大转折 。较之常州学派 ,龚自珍不仅常引《公羊

传》义例批评时政 ,将论学与议政融为一体 ,而且打

通诸经的“微言大义” 。他立足于《春秋》“大义” ,但

又不囿于《春秋》 ,不仅重点阐发公羊“三世”说 ,而且

将其推而广之 ,贯于《五经》 。他认为:“三世 ,非徒

《春秋》法也 。《洪范》八政配三世 ,八政又各有三世。

愿问八政配三世? 曰:食货者 ,据乱而作。祀也 ,司

徒 、司寇 、司空也 ,治升平之事。宾师乃致太平之事 ,

孔子之法 ,箕子之法也。”
[ 3] 46
这表现了他对政事的

关心及对美好“太平世”的期望。

与龚自珍齐名的湖南学者魏源 ,治学广涉经 、

史 、诸子等 ,由于早年受湖湘理学及经世学风的耳濡

目染 ,比较注重义理 。在当时理学受到考据学强烈

冲击而一蹶不振的学术背景下 ,魏源转而从今文经

学阐发义理 ,著有《书古微》 、《诗古微》等。其学术特

点主要表现为不据传注 ,直求微言 ,与庄存与 、刘逢

禄等人的学风有明显的不同。庄存与 、刘逢禄还不

斥《毛诗》 ,魏源却直探三家 ,刘逢禄为东汉何休《公

羊传注》做《释例》 ,魏源更直溯西汉 ,使《诗》 、《书》等

“复”于西汉 ,以“至于”道。

无庸讳言 ,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成就是经学义

理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龚自珍 、魏源都受常州学

派影响 ,但又都有所超越 。正如有论者谓:“庄氏及

刘 、宋发掘的`微言大义' 重在彰显王权的理论依据 ,

寻找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良方 ,龚 、魏则在`三世' 、

`三统' 说中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 。”
[ 10]

经常州学派的倡导 ,龚自珍 、魏源等人的承接 ,

到了嘉道以后 ,今文经学已然成为晚清学界的一支

生力军 。

2.3　西北史地学研究的兴起

道咸时期 ,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使西北地区日

益为世人所关注 。嘉庆二十五年 ,张格尔在浩罕的

支持下发动叛乱。叛乱不仅打破了新疆持续半个世

纪的平静局面 ,而且也拉开了几乎持续整个晚清的

西北边疆危机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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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的社会形势 ,学术界首先做出了针对性

的反映 ,具体表现为西北史地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研

究的重点领域。学者徐松首倡其风 。徐松曾因事遣

戍新疆七年 ,对天山南北两路进行过近一年的实地

考察 ,对西北形势比较熟悉。张格尔之乱发生时 ,徐

松刚刚谪戍期满 ,东返京师。很快 ,他受到新即位的

道光皇帝的召见 ,因“奏对西陲情形甚悉” ,被赏官内

阁中书。道光皇帝还为徐松参与编修的《伊犁总统

事略》撰序 ,并赐名该书为《钦定新疆识略》 。这一际

遇 ,使徐松在西北史地研究群中的影响大增。检视

当时参与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 ,他们大都与徐松有

交 ,或是徐松的旧友 ,或是徐松的新识。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 ,在这些学者间已经形成了一股前后衔接 、亦

师亦友的研究西北史地之风 ,并产生了一种研究西

北史地的群体效应。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较为稳定

的学术群体的基础上 ,西北史地学获得了极快发展 。

嘉道年间从事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及其主要论

著有:祁韵士的《藩部要略》 ,徐松的《新疆识略》 、《西

域水道记》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 ,姚莹的《康輶记

行》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 ,沈尧的《新疆私议》、《西

游记金山以东释》 、《漳北滱南诸水考》 、《西域小记》 ,

魏源的《答人问西北地域书》 ,龚自珍的《御试安边绥

远疏》等。在社会危机与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之时 ,这

些学者的研究不仅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西北提供了详

实资料 ,而且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决策参考 ,表现出明

显的经世色彩。

2.4　宋学对汉学的反击

乾嘉时汉学如日中天 ,所谓“家家许 、郑 ,人人

贾 、马” 。当时 ,维护宋学的以安徽桐城的方苞 、姚

鼐 、翁方刚等人为主要代表 ,他们“以孔 、孟 、韩 、欧 、

程 、朱以来之道自任 , 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

轻”
[ 11]

。然而 ,翁方刚 、姚鼐虽以理学为学术宗旨 ,

进行研究时却汉学 、宋学兼采 。翁方刚对汉学家在

语言文字方面做出的贡献备加推崇 ,姚鼐更主张义

理 、词章 、考据三者并重 ,他们与后来那些严守宋学

门户的学者有所区别 。

直到称为“姚门四杰”的方东树 、管同 、梅曾亮 、刘

开才以扬宋抑汉为己任 ,汉学宋学之间的差异才变得

明晰起来
[ 13]

。其中对汉学提出系统批评的当属方东

树。方东树曾久居阮元幕府中 ,有着深厚的考证学功

底 ,参与过阮元主持的各种文献的编修 ,但对于阮元

编辑的《清经解》及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 ,方东树

给予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他说:“江氏作《汉学师承

记》 ,阮氏集《经解》 ,于诸家著述 ,凡不关小学 、不纯用

汉儒古训者 ,概不著录。 ……徒以门户之私 ,与宋儒

为难。非徒不为公论 ,抑岂能求真得是!”不仅如此 ,

乾嘉时期有名的汉学大师如惠栋 、戴震 、钱大昕 、汪

中 、段玉裁 、阮元等都成了他的攻击目标。

方东树对汉学最切中要害的批评当在于汉学家

割裂知识和道德联系的学术理路。他说:“汉学诸

人 ,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 ,而如考工本制 ,江

氏有考 ,戴氏有图 ,阮氏 、金氏 、程氏 、钱氏皆言本制 ,

同时著述 ,言人人殊 ,迄不知谁为定论 。他如秦氏赋

役 ,沈氏禄田 ,任氏 、江氏 、贺氏 、张氏宫室 ,黄氏 、江

氏 、任氏 、戴氏方服冕弁 ,各自专门 ,亦互相驳斥 ,不

知谁为真知定见?”
[ 12] 405

另外 ,对于汉学所强调的通

经致用 ,方东树也提出了批评:“汉学诸人 ,言言有

据 ,字字有考 ,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 ,传注驳

杂 ,援据群籍 ,证佐数百条 ,反之身己心行 ,推之民人

家国 ,了无益处 ,徒使人狂惑失守 ,不得所用 ,然则虽

实事求是 ,而乃虚之至者也 。” [ 12] 276

尽管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肆口无忌” ,立言无

节 ,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 ,但“其在汉学极盛之时 ,努

力欲创一新趋 ,虽识解未深 ,魄力未宏 ,而颇有平坦

浅易处 ,可以绳当时汉学病痛者”[ 8] 576—577 。

3　结　语

学术的发展变化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土壤里 ,它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环境的变化 。嘉道年间学

术界的变化正是体现了这一时期日益突出的“衰世”

景象。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站在各自角度反思学术

的发展路向 ,这既是对过去学术的总结 ,又是对未来

学术发展的预测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 ,难免会有

相互的责难和攻击 ,但毋庸质疑的是这种相对激烈

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正是通过这

样的相互交流 ,汉学内部今文经学异军突起 ,汉学和

宋学由相互对立逐渐走向了融和的道路 ,成为道咸

时期典型的学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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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开端以及 2007年初第四阶段的补充协议的达

成 ,需要配备切实有效的相关争端解决机制和完善

机构和安排。现时 CEPA 的 2个《安排》从 DSM 角

度讲 ,仍是为框架性的 、略显粗略的轮廓性规定而

已 ,缺乏可操作性 ,有待改进之处甚多 ,CEPA 也缺

乏相应的配套机构。虽然 CEPA 明确规定有“先易

后难 、逐步推进”等的原则 ,且“两岸四地”经贸关系

是“一国四地”在不同时间以不同身份加入 WTO 后

所形成的新课题 ,我们既要看到它与其他类似区域

自由贸易安排相比的特殊性 ,也要考量到中国的现

实情况 ,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主权国家下的“一国

四席”的几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的经济

联合 ,必然要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CEPA 在很

大程度上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经济利益安排角度所

作出的设计与规划的自由贸易区蓝图 ,能体现其第

2条“原则”中所规定的五项原则和灵活性 、务实性

等特点。为促成 2个 CEPA 及早成功地扩及“一国

四地” , 早日实现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之间以及

WTO 下“一国四席”大中华经济圈的繁荣和稳定与

共赢 、共发展 ,我们应未雨绸缪 ,齐心协力 ,抓紧完善

现行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的 2个 CEPA

之 DSM ,并继而完善 CEPA 的机构安排 ,尽早健全

CEPA的争端解决机构 ,这必将会为中国大陆与中

国台湾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等 FTA s的建设积

累宝贵经验 ,为中国国内的泛珠江三角区域的合作 ,

为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也会为整个亚太地区

各国经贸的稳定发展和FTAs的建设 ,提供一种崭

新的模式选择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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